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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xplore the law of development of China's research integrity policy and characteristics, understan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research integrity policy in China, with 20 years from 1999 to 2019 countries on research integrity policy text as the foundation of data, using the ROST text such as word frequency analysis, the index of PMC model analysis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from the time the policy articles, the main body, the text content such as dimension text outside of our country's research integrity policy and policy content has carried on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different development laws in terms of time distribution, joint subject and content emphasis, and there are different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credit policies issued in different periods.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improve the policy system of scientific research credit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authority of policy, feasibility of policy content, unity of policy issuing institutions, policy prevention and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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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科研诚信”的概念是由美国学界提出的，“integrity”一词来源于拉丁单词“integer”和“integritas”，原义为完整性或全部性、正直或诚实[1]。科研诚信是进行科学研究活动的前提和基础，更是科研主体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由于现实中各种利益的交叉，科研主体违背科研诚信的现象层出不穷，这不仅会打击严守科研诚信人员的科研积极性，更会扰乱正常的科研秩序。因此，对科研诚信危机的治理是各国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目前，学者们对科研诚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科研诚信”概念界定、科研诚信建设、科研诚信的影响因素、中国科研诚信的现状以及国外科研诚信建设的基本经验等方面。科研诚信建设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内与国外两个方面，如欧美颁布了多项关于科研诚信的政策[2]【有何实质性引用？！】，为中国提供了科研诚信建设的基本经验；中国注重提高国家科研项目诚信制度设计水平，建立健全科研诚信制度建设管理和协调机构，加快国家科研诚信制度体系建设[3]。科研诚信政策方面的研究，也主要分为国外政策研究与国内政策研究两个方面，如王飞等[4]研究了《奥胡斯大学负责任研究行为政策》，此外美国的科研诚信教育政策包含的内部发展机制也为中国提供了借鉴[5]；而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中国科研诚信政策发展历程的梳理上。
总体而言，中国科研诚信政策的演变符合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趋势，及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表现科研诚信，政策内容特征与政策制定部门的职责、以及国家和区域发展的实际需求高度相关【表意不通达】[6]。鉴于目前缺少对中国科研诚信政策的整体分析，因此本研究将尝试深入分析这个问题。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中政策文本的来源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通过中国中央政府及中央部门的官方网站，进入政务公开栏目查找有关科研诚信政策；同时，在“搜索”栏以输入关键词的形式，譬如“科研诚信”“学术道德”等，搜集政府历年出台的有关政策。二是通过专门的法律法规政策网站，比如北大法意、北大法宝、法律法规数据库、法律之星等专业网站，以搜索关键词的形式搜索相关政策文本。三是通过登录中国知网等专业文献网站，检索有关科研诚信政策文本，以文本内容搜索的形式搜集文献中关于科研诚信政策的内容。四是通过高校或者社会力量创办的学术诚信网站作为辅助手段，以关键词搜索以及查阅学术规章等栏目的形式提取相应的科研诚信信息，进行相关的科研诚信政策补录工作。共收集到1999－2019年间的科研诚信政策72项（以下简称“政策样本”）。
本文主要通过定量研究的方式对所搜集到的科研诚信政策进行统计分析。对文本进行量化统计分析，能够以数量的形式直观地体现出相关政策的特点。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定量分析软件工具和方法被应用到政策文本的研究中，衍生出了政策文献计量法[7]，本文以Excel、ROST和PMC等工具对中国科研诚信政策文本进行定量统计分析，试图寻找出中国发布科研诚信政策的规律、不足及未来趋势。
3  中国科研诚信政策的历史分期
本研究以中国科研诚信政策为研究对象，对研究对象进行阶段划分不仅能发现研究对象的发展规律，而且由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会催生不同特点的政策，可以探究在不同阶段国家在相关领域的重点及特点。本文以中国出台的重大科研诚信政策为标准，对中国科研诚信政策进行阶段划分如下：
（1）科研诚信政策空白期（1949－1979年）。中国在1949－1979年间没有出台关于科研诚信的相关政策，因此，本文将该时期解读为中国科研诚信政策的空白期。究其原因，与当时的国内大环境有关。在这段时期，中国总体上处于国家建设探索阶段，由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到经济缓慢发展；并且在该时期的后半段，“以阶级斗争为主“”的意识形态斗争占据主要地位。国家始终没有精力去对科研诚信问题缺乏关注，而且当时的科研学术界受政治风波影响，纯粹的科研活动被打断，因此更无从关注有关科研诚信的问题。
（2）科研诚信政策萌芽期（1980－1998年）。随着高考的恢复，中国高等教育也逐渐发展起来，1980年国家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但是当时“科研诚信”“科研不端”等专用术语远未进入政策话语体系[8]。《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学位授予单位对于已经授予的学位，如发现有舞弊作伪等严重违反本条例规定的情况，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复议，可以撤销。这是中国官方政策中最早的关于科研诚信方面的记载。不过在《条例》出台后将近20年时间，中国都没有再出台关于科研诚信方面的政策。笔者研究认为，在这一时期，中国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策略，在科研诚信方面没有投入太大的精力；除此之外，当时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比较低，科研人员获取相关文献的途径也较为单一，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避免了科研人员科研诚信问题的发生。这一阶段特点表现为政策由无到有，因此，本文将这一时期理解为中国科研诚信政策发展的萌芽期。
（3）科研诚信政策初步发展期（1999－2006年）。在经历了高等教育的发展之后，中国迎来了科研诚信政策的初步发展期，这一时期科研诚信政策的特点表现为政策数量明显增多，专业用语更加规范。1999年，中国颁布了《关于科技工作者行为准则的若干意见》，用“不良行为”一词来描述科研诚信，这是中国首部专门规范科研工作者行为的政策。2003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在科学技术奖励机制层面对科研诚信建设作出激励与约束规定，尤其是第21条、22条规定“剽窃、侵夺”他人科研成果，“推荐的单位和个人提供虚假数据、材料”等科研不端行为要承担的责任[9]。在这一时期，中国科研诚信政策的发展主要由教育部为主导，但此时政策文件中还未出现“科研诚信”一词，而用词最频繁的为“学术道德”，比如2002年出台的《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2005年出台的《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关于执行<在线发表科技论文的学术道德和行为规范>的通知》、2006年出台的《教育部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进一步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意见》。笔者研究发现，在这一时期，中国颁布的科研诚信政策总体特点为由点到线，就数量上来说较前一段时期已经有了明显的增长，达到了16项，而且在政策内容表述上以“学术道德”“学术不端”等更为专业的词汇来阐明科研诚信问题。另外，这一时期的科研诚信政策多以教育部为发布主体，这表明科研诚信问题还未上升到国家层面。
（4）科研诚信政策快速发展期（2007－2017年）。2007年中国新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其中第3条、7条、8条、44条、55条、57条、70条、71 条等多项条款直接涉及科研诚信建设和对科研不端行为的规制。在修订作为国家科技基本法的《科学技术进步法》时明确作出相关规定，是中国科研诚信建设立法迈出的关键一步[9]。并且在这一时期，中国出台了数量更多的科研诚信政策，达到了39项，是之前出台政策数量的两倍多。不仅仅体现在数量上，这一时期政策质量上也有了显著变化，2009年科技部等十大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科研诚信建设意见》），这是中国首次以“科研诚信”为标题来发布政策，表明中国对于科研诚信的理解与关注有了极大提升。在《科研诚信建设意见》的影响下，国内其他部门也出台了相关政策：2009年，中国科学院出台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加强科研行为规范建设的意见》；2009年，中国科协出台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组织人事部关于印发<学会科学道德规范(试行)>的通知》；2010年，水利部出台了《水利科技计划实施中失信行为处理办法（试行）》。总体来说，这一时期中国科研诚信政策呈现出快速发展、由“线”到“面”的特征，数量倍增且质量提升，而且不再是教育部单一部门的“独舞”，其他部门如水利部、科协等也都出台了类似政策，表明科研诚信问题已经引起了多部门的广泛关注。这与该阶段中国科研领域出现的“汉芯事件”“韩春雨论文事件”等科研失信事件的发生直接相关，科研诚信问题引起了国家决策层和民众的高度重视。
（5）科研诚信政策发展新时期（2018年至今）。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这是以中央政府名义首次发布的关于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文件。随后，教育部出台了4项关于科研诚信的政策，国家烟草专卖局出台了《国家烟草专卖局关于加强行业科研诚信管理的通知》，退役军人事务部出台了《军委科技委面向国防科技战线发布<科研诚信倡议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出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依托单位科学基金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等；另外，在地方层面也陆续出台了关于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文件。笔者研究认为，这一时期中国科研诚信政策的显著特点是由“面”到“体”，初步形成了科研诚信的管理体系。可以说，《若干意见》的出台标志着中国科研诚信政策的发展迈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不仅仅体现在发布主体的层级来源于国务院，或者是发文机构覆盖了中央大部分部门，而且这一政策对地方政府及相关科研部门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若干意见》的出台，使科研诚信问题在全国的关注度急剧上升，打破了原来科研诚信政策发文的“孤岛现象”，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其中。这与中国近些年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网络时代使得信息的传播速度加快，重大科研不端问题的出现容易引起公众在第一时间关注，政府也会及时对此作出反应。
4  中国科研诚信政策的外部特征分析
4.1  政策发布时间分析
政策样本的时间分布如图1所示，可见自1999年出台《关于科技工作者行为准则的若干意见》首次明确科技工作者不得在学术中弄虚作假，中国每年都会出台关于科研诚信方面的政策。而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在其国会通过的《公共卫生拓展法案》中明确界定了科研不端行为的定义，并要求学术机构制定政策规范治理科研不端行为[10]。中国首次出台科研诚信相关政策相较于美国晚了近20年，并且未给出明确的科研诚信定义，说明中国在科研诚信方面的政策起步相对较晚，并且当时人们对于科研诚信的具体认知比较模糊。其后在1999－2013年间，中国每年发布的有关科研诚信政策数量不超过4项，期间虽然有波动，但是总体情况比较稳定。2014年中国出台的科研诚信政策达到了5项，比以往历年出台的政策数量都要多，这体现出国家在2014年对于科研诚信问题的重视程度提高。2015年，中国出台的科研诚信政策数量减少到了3项，不过自2015年之后一直到2018年，中国出台的科研诚信政策呈现出不间断的增长趋势，并且在2018年达到了16项，比2015－2017年3年出台的政策数量总和还要多出2项，这反映出中国解决科研诚信问题的态度越来越坚决，《若干意见》便出台于2018年，在这一文件的指引下，2018年科研诚信政策数量呈现“井喷式”发展态势。另外笔者注意到，自2018以来，中国各地出现“抢人大战”，各地纷纷出台相关文件吸引人才，这种情况下，中国出台科研诚信政策也是为了规范人才行为，避免基于利益驱动而突破科研底线。这表明自2018年以来，中国出台科研诚信相关政策更关注顶层设计和整体治理，而不仅仅是为了应对突发事件，且科研诚信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将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截至2019年9月，科研诚信政策仅出台了1项，表明中国仍在“消化”2018年出台的大量科研诚信政策，在提高落地质量上狠下功夫。
图1  中国科研诚信政策出台时间分布

4.2  政策发文主体分析
中国科研诚信政策一般是由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或者各单位进行发布的，不同主体发布的政策代表了该政策的层次高低以及该政策的涉及领域。由图2可见在政策样本中，出台政策最多的为教育部，政策数量达到了22项，是所有发文主体中发文数量唯一超过15项的，占比达到了30%，这与教育部自身的职能直接相关，作为各高校的主管部门，同时高校又是科研诚信问题多发地，因此出台相关科研诚信政策加强科研诚信建设是教育部的责任；科技部出台政策的数量达到了11项，数量排名第三，这也和科技部主管科技事业有关，而且在联合出台的政策中，科技部牵头出台的政策数量达到了7项，教育部和科技部两个部门出台的科研诚信政策数量占政策总数的近半；在部门联合出台政策方面，联合出台的政策共12项，占比仅为17%，数量上排名第二，但与教育部出台政策数量相差10项，这体现出中国在出台科研诚信政策方面仍是以单个部门发文为主，缺乏部门之间的联系与沟通，进一步揭示了各职能部门之间存在横向联系不紧密、不同部门间沟通不畅通等问题。此外，从图2未见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关于科研诚信方面的政策，即中国还没有专门的针对科研诚信的法律。总体来说，中国的科研诚信政策制定工作是在国务院的组织下，以教育部、科技部为主导，其他部门为补充来进行的。
图2改正：“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改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图2  1999—2019年中国科研诚信政策发文主体出台政策数量

5  中国科研诚信政策的内部特征分析
5.1  政策工具分析
政策工具是政策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政策科学的兴起而发展，是政策动态分析在工具科学层面的细化与深化[11]。合理科学地使用政策工具，对科研诚信治理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12]。根据不同的标准，公共政策工具可以被划分为多个类别，本研究从工具的使用方式上对政策工具家族进行分类，主要包括管制类政策工具、激励类政策工具和信息传递类政策工具，这3类政策工具下还包括各类子工具，具体如表1所示[13-15]。
表1   科研诚信政策工具及其子工具
	工具类别
	子工具

	管制类政策工具
	法律规章；威胁；制裁；直接提供

	激励类政策工具
	征税；补助；贷款；拨款；奖励

	信息传递类政策工具
	信息发布；劝诫；教育；动员；广告；宣传；谈判；说服；拉拢


注：资料来源于《公共政策工具的类型、功能、选择与组合——以我国城市房屋拆迁政策为例》。【补著录文献】
本文根据政策内容进行归类，通过对政策样本的政策工具情况进行计算与比较，进一步了解中国科研诚信政策中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通过图3可见，政策样本较多使用了信息传递类工具来推进科研诚信的建设，而激励类工具则较少使用；另外，管制类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相对来说处于一个适合的位置。信息传递类工具的大量使用表明，中国主要通过先发布相关政策规定的形式来应对科研诚信问题。不过，激励类政策工具的相对缺失，使得中国的政策工具使用相对不合理【表意不通达】，同时也不利于改善科研诚信现状，因为仅仅依靠信息传递类政策工具难以有效提升受众【用词不当】的学术道德。另外，管制类政策工具使用频率远远高于激励类政策工具，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的社会现状，即公众仍需要政府以管制的形式对个体行为进行约束，也体现了中国的科研诚信建设在教育宣传上的缺位。分析表明，中国科研诚信政策的制定应增加激励类政策工具的使用，改善科研主体的客观活动条件，从硬件条件上降低科研不端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表意不通达】；同时，应加强有关科研诚信理念和相关规范的宣传，提升相关人员的科研诚信意识，为激励类政策工具的使用提供良好的基础。

图3  1999—2019年中国科研诚信政策工具分布结构

5.2  政策内容分析
不同的科研诚信政策针对的范围、领域也会不同，内容侧重面的差异反映了政府在当时情况下想要改变或者改善的方面，。因此，通过对科研诚信政策进行内容分析，可以找出中国科研诚信政策的关注点以及存在的问题。将政策样本内容涉及领域划分为7个部分，分别为：学术环境、科技奖励、基础研究、科技计划、学术道德、人才评价、机制改革。从表2可见在政策样本中，针对学术道德的政策共19项，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这反映出中国制定科研诚信政策是以规范个体、敦促其严守学术道德为主要方向，即通过个体的觉悟使得整个学术界形成严守科研诚信的氛围；居于第二位的是机制改革，针对该领域的政策数量为11项，虽然不及学术道德领域政策数量的半数，但是也体现了中国意图通过变革不适宜的机构体制来加强科研诚信方面的工作；其余领域的政策数量大致相同，在7～9项之间，差别不大。需要注意的是，在所有的领域中，政策数量最少的为基础研究，这反映了中国在基础研究方面对科研诚信问题缺乏必要的关注。分析表明，中国现阶段仍是以制度方面的改革来推动科研诚信建设，这与中国采用的渐进式发展道路相吻合，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激进变革带来的严重社会阵痛。
表2  1999—2019年中国科研诚信政策内容的主要领域分布
	领域
	政策数量/项
	占比

	学术环境
	7
	9.7%

	科技奖励
	6
	8.3%

	基础研究
	2
	2.8%

	科技计划
	9
	12.5%

	学术道德
	29
	40.3%

	人才评价
	8
	11.1%

	机制改革
	11
	15.3%



本研究进一步对政策样本的内容进行词频分析，以发掘其中的关注点。出现频次前十位的词汇如表3所示，这些词语的出现频次分别都达到了1 000次以上，反映出中国科研诚信政策制定在内容上仍是以项目、技术、管理为重点，并且重视构建环节，即如何建设。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创新”一词的出现频次为1 609次。这一方面体现出中国对于创新尤其是科技创新的重视；另一方面，从事科研活动重点就是原创性，在创新过程中把握好诚信、避免科研不端行为尤其重要。另外，“评审”一词出现频次为780次，“人才”一词为769次，体现了中国在科研诚信建设中注重人才的评审以及项目的审查；而“诚信”一词出现的频次仅为573次，在政策中出现的次数并不靠前。
表3  1999—2019年中国科研诚信政策内容的主要词频统计
	词汇
	词频/次

	科技
	2 536

	项目
	179,1

	科研
	167,6

	国家
	163,7

	创新
	160,9

	技术
	147,7

	管理
	138,2

	学术
	131,7

	研究
	120,7

	建设
	112,2

	评价
	108,0



根据表3将政策样本中出现的高频词绘制为词云图，能够更直观地了解中国科研诚信政策的特点。如图4所示，带有◇的词汇表示出现频次极高；带有◎的词汇表示出现频次非常高；带有□的词汇表示出现频次比较高；带有○的词汇表示出现频次一般高；带有△的词汇表示出现频次比较低；带有▽的词汇表示出现频次非常低；带有☆的词汇表示出现频次极低。从图4可以发现，“科技”“科研”“创新”等词汇在政策样本中出现的频次更高，而“不端”“道德”“失信”等词汇出现的频次也较少，并且需要注意的是，在监督环节中，“监督”一词同样处于频次较少的地位，反映出中国在科研诚信建设方面的监督监管环节仍存在漏洞，或者关注度不足；同时，“保障”一词的不足体现了中国对于科研人员的保障措施不到位，这也是科研不端行为频出的原因。另外，从表3发现，“科普”一词仅出现了279次，说明中国在科研诚信的普及教育方面仍然存在不足。总体而言，中国科研诚信政策在内容方面表现出“两头轻”的问题，在诚信预防和诚信保障方面仍需加强。
[image: ]
图4  1999—2019年中国科研诚信政策内容的词云分析

6  中国科研诚信政策的PMC指数分析
为了更充分地了解中国科研诚信政策的合理性及效率，本研究通过构建PMC（policy modeling consistency）指数模型的方式进行分析。以政策的开创性为标准，在政策样本中选取了《关于印发<关于科技工作者行为准则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关于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之所以选取这3项政策，是因为这些政策的出台是国家最早针对科研诚信问题的明确发文，并且引发了后续相关政策的大量出台，因此这些政策的出台具有里程碑意义。
参考张永安等[16]学者的研究，本文设置了9个科研诚信政策一级变量（具体见表4）。其中：P为政策；X为变量；P1为《关于印发<关于科技工作者行为准则的若干意见>的通知》；P2为《关于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意见》；P3为《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依据二进制对3项政策的二级变量分别进行赋值，随后计算一级变量：
P1: X1=0.6；X2=0.3；X3=0.7；X4=0.25；X5=0；X6=1；X7=0；X8=0；X9=0.3。
P2:X1=0.8；X2=0.3；X3=1；X4=1；X5=0.7；X6=0.3；X7=0.3；X8=0.3；X9=1。
P3：X1=0.8；X2=0.7；X3=1；X4=1；X5=0.7；X6=0.3；X7=0.3；X8=0；X9=0.7。
由各一级变量的数值可计算P1、P2、P3这3个政策的PMC值【具体公式是什么？！】分别为：3、6、6。根据政策评分等级表【依据是什么？来源于他人或自定？来源于他人的应补著录文献】，得分为9～10分的政策评价为“完美”；得分为7～8.99分的政策评价为“优秀”；得分为5～6.99分的政策评价为“可接受”；得分为0～4.99分的政策评价为“不良”。PMC指数计算结果表明：《关于印发<关于科技工作者行为准则的若干意见>的通知》的PMC值为3，处于“不良”等级，表明这项政策当时的出台存在不合理之处，具体表现为以行政规范的方式去劝诫科研主体，并未涉及到其他规范方式，可以说，这项政策包含的内容过少、过于单一；并且这项政策在正向激励指标上的分值为0，表明正向激励措施并没有应用到政策之中，反映了解决科研诚信问题的手段匮乏，这与中国首次专门“试水”科研诚信建设问题有关。而另外两项科研诚信政策的PMC值均为6，表明这两项政策的评价等级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由此反映了中国在科研诚信政策制定方面的认识与理解不断加深，能够进一步通过综合手段来治理科研诚信方面的问题。
表4  3项科研诚信政策的投入产出评价结果
	一级变量
	编号
	二级变量 
	P1
	P2
	P3

	政策性质X1
	
X12
X13
X14
X15
	预测X11      
监管
提议
描述
其他
	0
	0
	0

	
	
	
	1
	1
	1

	
	
	
	1
	1
	1

	
	
	
	1
	1
	1

	
	
	
	0
	1
	1

	发布机构X2
	X21
X22
X23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国家部委
	0
	0
	1

	
	
	
	0
	0
	1

	
	
	
	1
	1
	0

	政策评价X3
	X31
X32
X33
	依据充分
方案科学
目标明确
	0
	1
	1

	
	
	
	1
	1
	1

	
	
	
	1
	1
	1

	政策重点X4
	X41
X42
X43
X44
	环境
人才
机制
其他
	0
	1
	1

	
	
	
	1
	1
	1

	
	
	
	0
	1
	1

	
	
	
	0
	1
	1

	正向激励X5
	X51
X52
X53
	人才教育
资金支持
惩处措施
	0
	1
	1

	
	
	
	0
	1
	1

	
	
	
	0
	0
	0

	负向激励X6
	X61
X62
X63
	惩处
劝诫
威胁
	1
	1
	1

	
	
	
	1
	0
	0

	
	
	
	1
	0
	0

	政策效力X7
	X71
X72
X73
	短期（1～3年）
中期（＞3～10年）
长期（＞10年）
	0
	0
	0

	
	
	
	0
	1
	1

	
	
	
	0
	0
	0

	主题分类X8
	X81
X82
X83
	科研不端
学术道德
学术风气
	0
	1
	0

	
	
	
	0
	0
	0

	
	
	
	0
	0
	0

	政策功能X9
	X91
X92
X93
	规范引导
技术创新
经济发展
	1
	1
	1

	
	
	
	0
	1
	1

	
	
	
	0
	1
	0



7  结论
科研诚信作为科学研究不可逾越的底线，是任何国家都必须重视的问题。在中国科研诚信政策制定以及科研诚信教育方面，本文建议从以下几个角度着手：
首先，提升政策制定的前瞻性，避免事后补救造成的滞后性。中国科研诚信政策是随着社会上出现科研失信事件状况而出台的，其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减少这类事件造成的影响，并以此为警示，以弥补科研诚信方面的不足。不过，在事件爆发之后才制定政策，往往会造成费时费力但治理效果仍欠佳的结果。因此，要注意提升政策的前瞻性，做到政策引领社会，重视预防而不是一味地采取事后补救措施，在政策制定环节就能把控科研不端事件风险，从而有效减少相关事件的发生。这就需要政策制定主体具有敏锐的战略眼光、提前布局，真正提升科研诚信政策制定的前瞻性。
其次，要加强科研诚信政策的权威性。目前，中国科研诚信政策体系中，发文主体的最高层级部门为国务院，由国务院出台的相关政策代表了中央人民政府的意志，属于行政单位的发文，缺乏作为立法机关的全国人大的支撑。法律是社会实践的准绳，是社会活动的基本准则，因此，应当出台专门的关于科研诚信的法律，提升其权威性，才能震慑意图在科研领域失信的人。
再次，应设立国家层面的科研诚信政策制定与监督机构，统筹全国科研诚信政策制定与执行事项。分散性的政策制定机构往往导致出台的政策重叠。中国目前的科研诚信管理体系是以教育部和科技部为主导，多部门联合共治，但各主体对于科研诚信问题的内涵、表现形式、惩处办法等问题未达成完全统一的认识。虽然科技部在2006年成立了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专门解决科研诚信的问题，但是该办公室的领导层级相对不高，难以提升政策的权威性。因此，应建立统一的科研诚信管理机构与管理体系。
最后，应提升科研诚信政策质量，加大科研诚信的教育力度。在相关政策文本中，要将正激励手段与负激励手段有机结合起来，发挥政策正向引导激励作用，通过奖励措施让人们主动遵守科研诚信；同时，也要通过惩罚等负向激励措施震慑科研失信者。要强化科研诚信教育，公众受到的科研诚信方面的教育越多，社会上就会形成严守科研诚信的良好氛围。同时要制定科学的科研行为规范，减少科研不端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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